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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要：随着城镇化进入深入发展的关键时期，人口的流动和迁移或将成为常

态。本文以心理融入为视角，探讨个体的心理因素、流入地的社会生态因素如何相

互作用，继而影响迁移人口的居住流动意愿，旨在揭示人们在居住流动决策过程中

的心理机制。本研究基于２０１７年社会心态调查数据，以关系流动性作为衡量流入

地社会关系网络可获得性程度的指标，考察关系流动性影响居住流动意愿的机制。

研究发现，城市认同在关系流动性与居住流动意愿中起中介作用；在城市认同的中

介过程中，本地居住时长在中介过程的两个阶段都起了调节作用。这些结论意味着

促进迁移人口 “市民化”需要协助其在流入地建立社会支持网络；引导迁移人口以

城市市民身份实现在流入地的心理融入；将本地居住时长作为城市公共福利分配的

重要依据，以开展相应的社会心理服务，引导迁移人口渐进式地融入流入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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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导　言

随着城镇化进入深入发展的关键时期，人口的流动和迁移或将成为常态。《中

国流动人口发展报告２０１７》显示，２０１６年我国流动人口规模为２４５亿人，并指出

“６年来流动人口在总人口中的占比有升有降，但仍保持较大比重。可以预见，在今

后较长一段时期，大规模的人口流动迁移仍将是我国人口发展及经济社会发展中的

重要现象”①。在人口流动迁移过程中，个体如何做出居住流动的决策，以及这一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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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受哪些心理因素影响是本文关注的问题所在。

居住流动意愿是个体在综合衡量自身与流入地关系后，针对 “是否愿意搬迁到

其他地方居住”做出的一种主观判断和决策，它与居住流动性不同。居住流动性

（ｒｅｓｉｄｅｎｔｉａｌｍｏｂｉｌｉｔｙ）是指人们改变其住所的频率，既指向于个体在某一时段内感受

到的居住流动次数，也指向于个体预期未来的居住流动频率 （Ｏｉｓｈｉ，２０１０；２０１４）。

与居住流动性相比，居住流动意愿更能体现个体与流入地之间的联结。已有研究表

明，个体居住流动意愿的决策受到了经济因素、社会因素、制度因素和个人因素等

客观条件的影响。托达罗认为在发展中国家，迁移的发生取决于城乡的实际收入差

和流动人口在城市找到工作的概率 （Ｔｏｄａｒｏ，１９６９）。然而，有研究指出社会因素比经

济因素对流动人口的居留意愿的影响更加显著 （孟兆敏、吴瑞君，２０１１），如生活方

式偏好的作用越来越重要 （泽林斯基，１９７４）。户籍制度作为中国最主要的制度因素，

改变了劳动力流动的通常规律 （李强，２００３），对流动人口居留意愿有一定的影响

（孟兆敏、吴瑞君，２０１１）。年龄、职业、婚姻状态、文化程度等个人因素也对个体的

居住流动产生影响 （Ｂｒｉｇｉｔｔｅ，１９９５；张杭等，１９９９）。

除了客观条件对居住流动意愿的影响，美国社会学家波特斯认为移民过程中的

每一个环节 （如，向何处迁移以及是否在流入地定居等）都与迁移人口拥有的社会

资本或社会网络密不可分，因此个体的主观心理因素和社会生态因素也会对居住流

动意愿的决策产生影响 （Ｐｏｒｔｅｓ，１９９８）。随着户籍制度改革的深入以及城镇化的深

入发展，在人口的流动和迁移中最核心的问题便是流迁人口如何看待自身的新身份，

如何适应流入地，最终达到对流入地的心理融入。社会支持是实现心理融入的条件

之一，而社会认同是心理融入的基础。关系流动性是与社会支持的获得和社会认同

的建构均密切有关的社会生态因素 （窦东徽等，２０１４；陈咏媛、康萤仪，２０１５）。

基于社会生态心理学的视角 （Ｏｉｓｈｉ，２０１４；Ｙｕｋｉ＆Ｓｃｈｕｇ，２０１２），本文旨在考察关

系流动性如何通过心理因素对迁移人口在流入地的居住决策产生影响。

与以往强调经济因素、社会因素、制度因素和个人因素的研究不同，本研究侧

重于探讨流入地的社会生态因素在城市认同和居住流动意愿中的作用，意图通过分

析了解社会生态因素和心理因素如何相互作用影响迁移人口的居住流动意愿，揭示

人们在居住流动决策过程中的心理机制。研究将有助于了解个体迁移流动的心理需

求，为制定和实施人口管理政策提供证据，并帮助流动迁移人口实现 “市民化”，

这些均对构建稳定及和谐的社会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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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城市认同与居住流动意愿

从人口流动的角度看，社会认同具有重要的功能。社会认同有利于帮助个体融

入流入地 （赵向光、李志刚，２０１３），增强社会适应性 （范兴华等，２０１２）和提高

生活满意度 （杨健等，２０１２）。社会认同具有不同的层次，与自我密切相关且不易

改变的认同类型较为近端，与自我相关度低且易发生改变的认同类型较为远端，前

者如身份认同，后者如地域认同和城市认同。近端社会认同不易被环境或外界改变，

远端社会认同较易被环境或外界改变。身份认同是社会认同最底层的部分，也是最

难改变的部分，城市认同是社会认同较外在的部分，也是较易改变的部分。现有社

会认同研究过多集中于身份认同，寄希望于个体通过认同自身的身份实现对流入地

的心理融入，而这恰恰是社会认同最难实现的部分。因此，迁移人口的心理融入有

必要从远端的城市认同入手，探讨城市认同如何帮助迁移人口达到心理融入。

现有城市认同与居住流动的研究主要集中于某一特定类别的流动对象，如流动

儿童 （袁晓娇等，２０１０）、农民工 （蔡禾、曹志刚，２００９）、失地农民 （谭日辉，

２０１４），探讨影响该特定群体城市认同感缺失或城市认同困境的社会心理因素，如社会

支持 （范兴华等，２０１２）、依恋 （王中会，２０１６）、歧视知觉 （范兴华等，２０１２），试

图寻找影响城市认同的结构性因素，如制度性障碍 （李超海、唐斌，２００６）、公共政

策 （阿兰等，２０１１）、居住空间 （徐琴、刘国鑫，２００９），进一步分析城市认同对生

活满意度和主观幸福感的影响 （庄春萍，２０１１）。总的来说，这些研究具有几个方

面的不足：首先，聚焦于如何建构城市认同以更好地融入流入地，而非关注已形成

的城市认同对流动及迁移人口居住流动意愿的影响；其次，研究对象集中于弱势群

体，对正常群体的流动迁移过程关注较少；最后，虽然强调社会支持在城市认同中

有着重要作用，但对如何形成良好的社会支持缺乏深层次的探讨。本研究尝试从关

系视角对城市认同作新的解读，探讨正常人群在流动迁移过程中建立社会支持网络

的难易如何影响其城市认同，这种影响又如何作用于个体居住流动意愿。

（二）关系流动性与居住流动意愿

关系流动性是指个体对其所属群体中群体成员寻找新伙伴或建立新伙伴关系机

会的看法 （Ｙｕｋｉｅｔａｌ，２００７；Ｙｕｋｉ＆Ｓｃｈｕｇ，２０１２），它是个体对于周围建立新人

际关系或摆脱旧人际关系难易程度的感知。当个体感知到周围易于建立起新的人际

关系或可容易摆脱旧的伙伴关系，那么其感知到的关系流动性程度就高，反之则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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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系流动性关注社会网络的流动，它与人口规模相关度较高，人口规模较大的城市

的关系流动性可能高于人口规模小的城市。巴恩在一项研究中考察了学校规模对关

系流动性的影响，发现规模大的学校关系流动性较高，而规模小的学校关系流动性

较低 （Ｂａｈｎｓｅｔａｌ，２０１２）。关系流动性作为社会生态因素，是个体对周围社会生

态的一种评估，其本质是个体对所处环境的认知，这种认知可能会进一步影响个体

在选择或离开居住地上的决策，亦个体的关系流动性感知可能成为影响居住流动意

愿的诱因。

已有研究表明，社会支持对建构良好的城市认同具有重要作用 （蔡禾、曹志

刚，２００９）。社会支持分为正式与非正式社会支持。研究显示，中国的正式社会支

持网络较为薄弱，在文化上中国人又倾向于选择基于血缘、亲缘和业缘的非正式社

会支持 （张友琴，２００１；刁鹏飞，２００９；陶裕春、申昱，２０１４）。在现实与文化交

织的情况下，非正式支持对中国人社会支持的获得和社会关系网络的建立有着重要

的作用。如何在流入地建立非正式支持很可能影响其对流入地的认同程度。若个体

知觉到流入地关系流动性程度高，意味着自己有可能凭借自身的努力，在当地建立

新的人际关系和社会支持网络 （Ｓｃｈｕｇｅｔａｌ，２０１０），从而建立对流入地城市的认同

水平，更愿意在当地居住。反之，若个体知觉到流入地关系流动性程度低，意味着

自己较难在当地建立新的人际关系和社会支持网络，从而难以建立对流入地城市的

认同水平，继而愿意搬迁到其他地方。

（三）本地居住时长的调节作用

居住流动意愿并非完全取决于关系流动性和城市认同。已有研究表明，本地居

住时长是居住流动意愿的重要影响因素之一。外来人口在城市居留时间越长继续长

期居留的概率越高，其预期继续居留的时间也越长 （任远，２００６）。居住时间长短

对新生代农民工留京有显著影响 （李艳春、李秋实，２０１４），对迁移人口留城定居

意愿也有显著正向的影响 （谢建社、罗光容，２０１５），居住时间越长的个体其市民

化意愿越强 （赵蕊，２０１７）。除了影响个体的居住流动意愿，本地居住时长也影响

个体的城市认同。既往研究发现，居住时长可能影响认同的形成 （杨立国等，

２０１４），居住时间对城市新移民的地域认同具有正向影响，居住时间长的城市新移

民其认同本地人身份的可能性更高 （雷开春，２００８）。因此，本研究推测本地居住

时长可能在关系流动性对居住流动意愿、城市认同的影响中起调节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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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本地居住时长可能调节关系流动性对城市认同的影响。已有研究发现，

本地居住时长较长的个体，获得的社会支持较强，拥有的社会资本较高。居住时间

５年以下组的流动人口其社会支持显著低于１１～２０年和２１年以上组，６～１０年组显

著低于１１～２０年组，并且随着居住时间的延长流动人口的社会支持会逐步得到提升

（付玉娟等，２０１２）。在本地居住的越长，居民的社会信任水平越高 （李涛等，

２００８），从本地居民处获得的社会支持更多 （雷开春，２００８），并会对社区社会资本

的水平产生积极影响 （冯静，２０１６）。因此可推测，对于本地居住时长较长的个体，

关系流动性对城市认同的影响程度可能较强，对于本地居住时长较短的个体，获得

的社会支持较弱，并且尚未形成较高的社会资本，关系流动性对城市认同的影响程

度可能较弱。

其次，本地居住时长还可能调节城市认同对居住流动意愿的影响。个体的社会

认同与本地居住时长有着复杂的关系。刘妍洁 （２０１３）发现，在城市居住时间为

０～１年的流动儿童的农村人认同最高；在城市居住时间为３～５年的流动儿童的城

市人认同最低；而在居住时间为１０年以上的流动儿童的城市人认同最高，农村人认

同最低。苏文 （２０１１）也发现，流动儿童的城市认同与居住时间呈 “Ｕ”型发展趋

势，居住时间在半年至两年为 “Ｕ”型低谷。另有研究指出，以在本地居住时间上

达３～５年为界，城市人认同与农村人认同呈现相反的变化趋势，模糊性认同随着居

住时间的增加而逐渐降低 （单丹丹，２０１１）。由此可见，社会认同随着本地居住时

长的变化发生演变。本地居住时长较短的个体，对流入地的城市认同尚未形成，正

处于从对迁出地的城市认同转向流入地的城市认同的波动过程中，以致城市认同对

居住流动意愿的影响较弱。而在本地居住较长时间的个体已完成从迁出地的城市认

同转向流入地的城市认同，因此城市认同对于居住流动意愿的影响较强。

图１　城市认同、本地居住时长在关系流动性与居住流动意愿关系中的作用的假设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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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关系流动性、城市认同与居住流动意愿三者间存在着密切的关联。本研

究认为关系流动性可能是促使个体做出是否改变居住环境决策的原因，这一决策的过程

中城市认同起了中介作用。此外，研究还进一步探讨了本地居住时长如何调节关系流动

性对城市认同的影响，以及城市认同对居住流动意愿的影响，意图从社会生态视角解读

城市认同，建构关系流动性与居住流动意愿的联结，假设模型如图１所示。考虑到户口对

个体的居住流动存在影响 （蔡禾、王进，２００７），因此本研究将户口作为协变量给予控制。

二、研究方法

（一）样本选取

本文使用的数据库是中国社会科学院—数相科技联合发布的２０１７年社会心态调

查 （ＣＡＳＳＭａｔｖｉｅｗｓｏｃｉａｌＭｅｎｔａｌｉｔｙＳｕｒｖｅｙ２０１７）。该调查由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

究所社会心理学研究中心编制，于２０１６年８月到２０１７年４月，通过数相科技研发

的问卷调研Ａｐｐ“问卷宝”，向在线样本库的全国用户 （共约１１０万人，覆盖全国

３４６个地级城市）推送问卷，再通过用户分享问卷的方式进行滚雪球式发放。目前

问卷宝在问卷质量控制方面能够实现定制化调查和精准的问卷推送，依照调查目的

向特定的用户群推送问卷，参与调查者需要经过系统认证，系统能够检测用户在问

卷填写过程的特征，对乱填乱写的用户进行剔除并列入黑名单，从而确保数据的可

靠性。问卷收回后，课题组进一步依据陷阱题、答题完成情况、逻辑检验等对问卷

进行筛选。ＣＡＳＳＭａｔｖｉｅｗＳＭＳ２０１７数据库覆盖全国３１个省份 （不含港澳台），调查

最初共收回全部作答问卷２４３６４份，经筛选最终得到有效成人问卷２２６６９份，问卷

有效率为９３０４％。为了确保作答的可靠性，本研究依据被调查者在 “居住流动次

数”上的作答情况做进一步删选。该题需要被调查者仔细回忆既往的搬迁经历，对其

配合度要求较高，可有效地检验被调查者在作答时的认真程度。本研究根据陈咏媛

（２０１６）采用该数据库的子样本库发现，以均值以外３个标准差作为依据剔除极端数

据，个体居住流动性的最大值为１３，因此删除小学时期、小学到高中和高中至今这三

个阶段搬迁总次数大于１３的数值 （陈咏媛，２０１６）。子样本库在抽样上与总样本库匹

配，子样本库的样本为总样本库样本量的７０％，因此子样本可视为总样本库的有效代

表。二次筛选后有效成人问卷２２３１５份，男性样本１２６６４人，占５６８％，女性样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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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６５１人，占 ４３２％，性别比例与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 （其中，男性人口占

５１２７％，女性人口占 ４８７３％）相比，男性比例略高，但无显著差别。年龄范围

１８～７０岁，平均年龄２７３５±８２６岁。受互联网用户年龄分布特点影响，样本库中青

年人 （１８～４５岁）比例相对更大，受教育程度也比全国人口普查情况更高。

（二）测量工具

１关系流动性

关系流动性的测量采用由纪 （Ｙｕｋｉ，２００７）编制的关系流动性量表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ａｌ

ｍｏｂｉｌｉｔｙｓｃａｌｅ），以评估被调查者感受到其周围人际关系流动性水平的程度。该量表包

含１２个题项，其中６个题项为反向题。要求被调查者基于他们周围人的情况，而非自

身情况就关系流动性条目做出评定，从 “１”非常不同意至 “７”非常同意。这些条目

如 “他们有很多机会结识新朋友”、“对他们而言，和不认识的人交谈是不寻常的事”、

“他们经常无法自由地选择结识的对象”。关系流动性的题项经反向计分后，以１２个题

项均值衡量被调查者知觉到的关系流动性程度，均值越高表明知觉到关系流动性水平越

高。已有研究发现，该量表具有较好的信度，Ｃｒｏｎｂａｃｈｓα＝０８０（赖洵慧，２０１３）。

２城市认同

问卷共２６个项目，对问卷的总体内部一致性和各分维度的内部一致性进行统计

分析，结果发现问卷总体内部一致性Ｃｒｏｎｂａｃｈｓα＝０９０，表明该问卷的信度系数良

好。问卷采用李克特７点量表，从 “１”非常不同意至 “７”非常同意就城市认同条

目做出评定。这些条目如 “我熟悉所在的城市 （地方）特有的风俗习惯”、“我喜欢

所在的城市 （地方）的生活方式”、“我会为是我所在的城市 （地方）的市民而感

到自豪”。本研究中城市认同的题项经反向计分后，以２６个题项均值衡量被调查者

的城市认同程度，均值越高表明被调查者的城市认同水平越高。

３居住流动意愿

本研究中，居住流动意愿的测量方法是询问被调查者 “结合以往的搬迁经历是

否愿意从现在居住的城市 （乡镇）搬到其他城市 （乡镇）”，从 “１”非常不愿意到

“７”非常愿意进行７级评定，分数越高表明个体居住流动意愿越强。

４本地居住时长

本地居住时长是询问被调查者在本地居住了多长时间，从 “１”不到半年到

“６”１０年及以上进行７级评定，分数越高表明本地居住时长越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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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统计分析

采用ＩＢＭＳＰＳＳ２１０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和Ｐｒｏｃｅｓｓ３０统计分析软件对数据进行分析。主

要运用的统计方法为描述统计、相关分析和回归分析等。

三、研究结果

（一）关系流动性、城市认同与居住流动意愿的初步统计分析

从表１可知，关系流动性程度高于中间值４，均值为４２８，表明被调查者知觉

到周边的关系流动性程度为中等偏上。城市认同高于中间值４，均值为４８３，表明

被调查者对所居住城市的认同感较高，处于中等偏上。居住流动意愿均值为３６１，

略低于中间值４，可见被调查者的居住流动意愿程度处于中等偏下的水平。本地居

住时长接近 “５年以上不到１０年”，总体较长。

表２呈现了各变量的相关关系。结果显示，关系流动性与城市认同、本地居住

时长呈显著正相关，与居住流动意愿呈显著负相关；城市认同与本地居住时长呈显

著正相关，与居住流动意愿呈显著负相关；居住流动意愿与本地居住时长呈显著负

相关。

　　表１ 关键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分析

研究变量 最小值 最大值 均值 标准差

关系流动性 １２５ ７００ ４２８ ０５２

城市认同 １００ ７００ ４８３ ０９８

居住流动意愿 １００ ７００ ３６１ １３４

本地居住时长 １００ ６００ ４９３ １５０

　　表２ 关键变量的相关性分析

研究变量 关系流动性 城市认同 居住流动意愿

关系流动性 —

城市认同 ０２８ —

居住流动意愿 －００７ －０１０ —

本地居住时长 ００８ ０２８ －００４

　　注：表示ｐ＜００５，表示ｐ＜００１，表示ｐ＜０００１，下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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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城市认同在关系流动性与居住流动意愿中的中介作用

现有中介效应的检验方法存在不少争议 （温忠麟等，２０１４；Ｃｏｆｆｍａｎ，２０１１），

国际学术期刊发表的论文中现在多数使用 Ｂｏｏｔｓｔｒａｐ方法进行中介效应检验 （Ｓｔｅｌｌａｒ

ｅｔａｌ，２０１８），普里彻和海斯 （Ｐｒｅａｃｈｅｒ＆Ｈａｙｅｓ，２００８）提出的迭代法 （Ｂｏｏｔｓｔｒａｐ

Ｍｅｔｈｏｄ）进行的中介效应检验现已被引用超１６１７１次。本文按照赵等 （Ｚｈａｏｅｔａｌ，

２０１０）提出的中介效应分析程序，参照普里彻和海斯 （Ｐｒｅａｃｈｅｒ＆Ｈａｙｅｓ，２００４，

２００８）和海斯 （Ｈａｙｅｓ，２０１３）提出的迭代法进行中介效应检验，采用海斯于２０１６

年开发的ＰＲＯＣＥＳＳｆｏｒＳＰＳＳｖ３０版本进行中介效应分析，该版本采用偏差校正的非

参数百分比Ｂｏｏｔｓｔｒａｐ法进行中介效应检验。Ｂｏｏｔｓｔｒａｐ法是一种从样本中重复取样的

方法，从而获得ｎ个Ｂｏｏｔｓｔｒａｐ样本，并得到ｎ个系数乘积的估计值，将估计值以数

值大小排序得到序列 Ｃ，其中第 ２５个百分比点 （ＬＬＣＩ）和第 ９７５个百分位点

（ＵＬＣＩ）构成置信度为９５％的置信区间，如果置信区间不包含０，则系数乘积显著。

为避免序列Ｃ的中值只是接近而非等于原样本的中值，Ｂｏｏｔｓｔｒａｐ程序采用检验力更

高的偏差校正的非参数百分位Ｂｏｏｔｓｔｒａｐ法 （温忠麟等，２０１４；陈瑞等，２０１３）。

以关系流动性作为自变量，城市认同作为中介变量，居住流动意愿作为因变量。

根据该方法的使用手册可知模型４可用于分析中介效应检验，故选择模型４，即

“ｍｏｄｅｌｎｕｍｂｅｒ”为４，设定 “Ｂｏｏｔｓｔｒａｐｓａｍｐｌｅｓ”样本量为１００００，选择９５％的置信

区间，进行Ｂｏｏｔｓｔｒａｐ中介变量检验。将被调查者的户口作为控制变量以排除户口因

素产生的影响。

中介检验结果表明，城市认同的中介检验没有包含０（ＬＬＣＩ＝－０１３，ＵＬＣＩ＝

－００９），表明城市认同的中介效应显著。控制中介变量城市认同之后，关系流动性

对居住流动意愿的影响依然显著，ｔ＝－７００，ｐ＜０００１，置信区间 （ＬＬＣＩ＝－０１６，

ＵＬＣＩ＝－００９）不包含０，表明关系流动性对居住流动意愿存在直接效应，直接效

应值为－０１３。由此可见，城市认同在关系流动与居住流动意愿中起着部分中介的

作用，城市认同的部分中介效应大小为 －００６，城市认同和关系流动性在居住流动

意愿上的总效应值为－０１９。具体的中介模型图和未标准化路径系数值见图２。

（三）本地居住时长的调节作用

为了解城市认同在关系流动性与居住流动意愿中介作用过程中，本地居住时长

如何对这种中介作用产生调节效应，研究以关系流动性作为自变量，城市认同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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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　城市认同在关系流动性和居住流动意愿中的中介作用

中介变量，居住流动意愿作为因变量，本地居住时长作为调节变量，户口作为控制

变量，根据该方法的使用手册可知模型５８可用于分析调节变量模型，故选择模型

５８，即 “ｍｏｄｅｌｎｕｍｂｅｒ”为 ５８，设定 “Ｂｏｏｔｓｔｒａｐｓａｍｐｌｅｓ”样本量为 １００００，选择

９５％的置信区间，进行调节效应检验。

分析发现，关系流动性对城市认同的影响受到本地居住时长的显著调节，置信

区间为 （ＬＬＣＩ＝００３，ＵＬＣＩ＝００７），不包含０。通过均值、均值加减一个标准差区

分了低、中、高三种本地居住时长，分析在本地居住时长不同的个体中，关系流动

性对城市认同是否存在差异。结果发现，对于本地居住时长较短、中等和较长的个

体，关系流动性均显著影响了城市认同，关系流动性越高则城市认同越高，且这种

效应随着本地居住时长的增加而增强，其调节效应值分别为０４２、０４９和０５４，

Ｂｏｏｔｓｔｒａｐ检验的置信区间分别为 （ＬＬＣＩ＝０３８，ＵＬＣＩ＝０４５；ＬＬＣＩ＝０４７，ＵＬＣＩ＝

０５１；ＬＬＣＩ＝０５１，ＵＬＣＩ＝０５７），均不包含０。

城市认同对居住流动密度的影响也受到本地居住时长的显著调查，置信区间为

（ＬＬＣＩ＝－００８，ＵＬＣＩ＝－００５），不包含０。通过均值、均值加减一个标准差区分

了低、中、高三种本地居住时长，分析在本地居住时长不同的个体中，城市认同对

居住流动意愿的影响是否存在差异。结果发现，对于本地居住时长中等和较长的个

体，城市认同显著影响了个体的居住流动意愿，城市认同越高则居住流动意愿越低，

其调节效应值分别为 －０１１和 －０１８，Ｂｏｏｔｓｔｒａｐ检验的置信区间分别为 （ＬＬＣＩ＝

－０１３，ＵＬＣＩ＝－００９；ＬＬＣＩ＝－０２０，ＵＬＣＩ＝－０１５），均不包含０；而对于本地

居住时长较短的个体，城市认同不能显著影响个体的居住流动意愿，置信区间为

（ＬＬＣＩ＝－００３，ＵＬＣＩ＝００２），该区间包含０。本地居住时长的具体调节效应效果

如图３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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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３　本地居住时长对关系流动性和城市认同的调节作用

四、结果与讨论

（一）关系流动性对居住流动意愿的影响

本研究发现，关系流动性感知直接影响了居住流动意愿，关系流动性与个体的

居住流动意愿负相关，其原因可能有三。

首先，关系流动性高低的心理影响不同。较之于低关系流动性，高关系流动性

的环境给予个体较多积极的心理影响。有研究发现，处于高关系流动性环境的个体，

其情绪表达信念与忧郁症状存在负相关，但这种相关在低关系流动性的个体身上会

减弱，且研究进一步发现，在低关系流动性的实验条件下，个体表达愤怒情绪会导

致正向情感与自我调控能力的下降，而在高关系流动性的实验条件下，个体则无此

现象 （赖洵慧，２０１３）。还有研究发现，处于高关系流动性环境的个体，其自尊更

强、主观幸福感更高、自尊与主观幸福感的关联更也强 （Ｙｕｋｉｅｔａｌ，２０１３；Ｓａｔｏ＆

Ｙｕｋｉ，２０１４）。此外，当个体感知到自身在高关系流动性的环境下时，有更强的自我

提升倾向，为了摆脱低关系流动性可能产生的消极影响，个体有可能倾向于在未来

搬到其他地方，以寻找到适宜的居住环境 （Ｆａｌｋｅｔａｌ，２００９）。

其次，作为外在的社会生态指标，关系流动性是个体无力改变的部分，它降低

了个体的控制感，由此促发了个体试图寻求和获得控制感的外在动机。有研究发现，

处于低关系流动性的个体具有寻求和想要等级地位以控制外在资源的动机，试图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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找获得自身对外在环境的控制感 （Ｏｎｇ，２０１５）。

最后，处于流动的社会中，个体具有加强其社会关系 （Ｓｃｈｕｇｅｔａｌ，２０１０）和

扩展社会关系的动机 （Ｏｉｓｈｉｅｔａｌ，２０１３）。有研究发现，生活在居住流动性较高的

环境下的个体报告了更强烈的扩展社会网络的动机 （Ｏｉｓｈｉｅｔａｌ，２０１３），而生活在

较低居住流动性环境下的个体，这种动机相对较弱。有研究表明，居住流动反映了

人们更乐意脱离现有社会纽带，更愿意去寻找充满活力的环境的意愿 （Ｇｉｌｌａｔｈ＆

Ｋｅｅｆｅｒ，２０１６）。总而言之，个体的居住流动可能是他们摆脱现有社会关系、扩展社

会关系的心理过程在行动上的体现。

（二）城市认同对关系流动性与居住流动意愿关系的中介作用

本研究发现，关系流动性通过提高个体城市认同降低了居住流动意愿，即城市

认同在关系流动性和居住流动意愿的关系中起中介作用。城市认同可在关系流动性

与居住流动意愿中起中介作用的原因可能有三。

原因一是关系流动性是城市特性的反映，是城市的一种软实力。关系流动性不

是个体的水平而是生态水平的建构，反映了社会环境中关系选择的可获得性程度，

它可体现为个体、群体、城市、国家和文化等不同层次水平，在个体层次是个人对

自身建立新人际关系难易的感知 （Ｏｎｇ，２０１５），在城市层次是个体对所处的区域或

城市建立新人际关系难易的感知。城市的关系流动性的高低归根结底是来自其市民

的开放性和接纳度，是城市市民整体素养的一种反映。由此可见，关系流动性体现

了一个城市的文化，展示了城市的温度和柔性，成为流入地城市的特性之一。本研

究进一步发现，不管本地居住时长的长短如何，关系流动性显著影响了城市认同，

关系流动性越高则城市认同越高，这从侧面反映了关系流动性的社会生态指标特性。

也就是说，关系流动性一旦形成便较为稳定，不易受其他因素的影响。

原因二是关系流动性提高了城市的社会资本。尽管对于如何定义社会资本存在

着不少争议 （Ｐｕｔｎａｍ，２０００；Ｍａｎｓｋｉ，２０００），但是社会网络和一般信任已被普遍视

为社会资本的核心成分 （Ｐａｘｔｏｎ，１９９９）。帕克斯顿 （Ｐａｘｔｏｎ，１９９９）指出，社会网

络是社会资本的客观成分，是指人们实际的社会纽带；而一般信任是社会资本的主

观成分，是指个体自然地知觉到社会纽带的可信程度和互惠程度。关系流动性可能

从两个途径提高城市的社会资本和资源，其一是关系流动性提高了城市的一般信任

水平。已有研究表明，高关系流动性的社会 （如北美）的一般信任程度较高 （Ｙｕｋ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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ｅｔａｌ，２００７），这种环境下的个体辨识可信性以及识别他人的不诚信行为的能力较

强 （Ｙａｍａｇｉｓｈｉｅｔａｌ，１９９９）。其二是关系流动性提高了社会支持的可获得性。杨健

等 （２０１２）研究发现，社会支持与农民工城市认同存在着显著的正相关，可解释农

民工城市认同总变异的２５３％。既往研究发现，本地支持对地域认同具有正向影响

作用 （雷开春，２００８），个体的社区交往是社会资本增加的重要体现。迁移人口与

邻居的交往程度每上升一个层次，其实现本地认同的概率将上升 ５６％ （史毅，

２０１６ａ）。因关系流动性意味着更高的一般信任水平、更宽广的社会网络和更可得的

社会支持，它可能成为一个地区或城市的社会资本和资源，从而取得了处于流动状

态个体的认同感，提高了城市认同。

原因三是城市认同与居住流动意愿密切相关。任远和邬民乐 （２００６）研究发

现，在上海的迁移人口中，那些对上海持有更负向城市认同的个体更倾向于离开上

海返回家乡，而非继续留在上海。迁移人口在 “本地化”过程中在经历了经济融

入、制度融入、社会融入后，更重要的是实现心理层面的融入 （李培林，１９９６；史

毅，２０１６ｂ；崔岩，２０１２）。迁移人口通过关系流动性的知觉对自身在本地关系网构

建的难易做出判断，从而对于自己形成地缘关系形成基本的判断，由此建构该地区

的城市认同感。如若城市认同感高，则个体在心理层面实现了社会融入，降低了居

住流动意愿。如若城市认同感低，则个体无法在心理层面实现社会融入，增加了居

住流动意愿。

城市认同对关系流动性和居住流动意愿的关系所起到的中介作用意味着迁移人口

可通过城市认同，摆脱较难改变的近端身份认同，转向较易改变的远端地域认同，使

他们更容易实现心理层面的社会融入，提高了他们的社会适应性，降低居住流动意愿。

（三）本地时长的调节作用

本研究发现，城市认同的中介模型受到本地居住时长的调节，其调节作用主要

表现在两条路径上，其一是调节了关系流动性对城市认同的影响，对于本地居住时

长较短、中等和较长的个体，关系流动性对城市认同的影响程度不同。本地居住时

长较短的个体，关系流动性对城市认同的影响最弱；本地居住时长较长的个体，关

系流动性对城市认同的影响最强。这意味着时间因素调节了关系流动性对城市认同

的影响强度，长时间居住使关系流动性对城市认同的影响变强。长时间居住提供了

时间、机会和可能性让个体逐步建立起社会支持网络，通过建构社会支持网络，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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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居住城市建立联结，从而慢慢融入城市生活。长时间居住让个体更能清晰地知觉

流入地的关系流动性程度，对自身在流入地建立所需社会支持网络的可能性判断更

准确，影响他们对自身与流入地城市建立联结的可能性判断，从而最终影响个体对

流入地的城市认同。

其二是调节了城市认同对居住流动意愿的影响。对于本地居住时长较短的个体，

城市认同对居住流动意愿没有影响，对于本地居住时长中等和较长的个体，城市认

同越高则居住流动意愿越低。长时间居住导致个体与原迁出地的联系变弱，减少了

个体在迁出地与流入地之间形成对比，帮助个体逐步淡忘对迁出地的情感依恋，有

利于个体形成对流入地的城市认同感。迁移人口在流入地的居留时间每增加一年，

实现本地认同的机率可上升２５％ （史毅，２０１６ａ），长时间居住会让个体形成持久

而稳定的地方依恋 （Ｗｉｌｌｉａｍｓｅｔａｌ，１９９２）。迁移人口在城市的居留是渐进式的 （任

远，２００６），在不同居住时长他们的心理状态和心理需求随之发生相应的变化。人

口流动迁移政策应根据迁移人口在城市居住时间的长短，有针对性地根据其心理需

求实施相应的政策，渐进式引导迁移人口从心理融入流入地。

五、局限性和启示

本研究存在着以下几个方面的不足。首先是居住流动意愿是主观的指标，将来

应考虑如何衡量居住流动意愿客观指标。其次是中国人口迁移方式夹杂着主动迁移

和被动迁移成分。两个不同迁移方式可能受户口和个体自我实现的影响。被动迁移

的个体可能因户口或其他因素在流入地无法实现城市化而被迫选择流动，主动迁移

的个体可能为了更高的自我实现主动选择流动。虽然在本研究中已将户口因素作为

控制变量，但这两种迁移方式的原因和心理影响可能有差异，将来研究应细分主动、

被动迁移，对两种迁移方式的心理影响做系统分析。再次是中国不同地域文化差别

较大，长距离搬迁与短距离搬迁对关系流动性、城市认同和居住流动意愿的影响可

能不同，将来研究应考察长距离搬迁与短距离搬迁对三者的影响。最后，虽然本研

究在数据分析中已控制户口因素，但因研究采用横断面数据使得关系流动性与居住

流动意愿可能产生内生性问题。

针对分析结果，本文认为增进人口城市化可从三个方面入手。首先，协助个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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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流入地建立社会支持网络。从分析结果看，人们持有的关系流动性程度并不高，

居住流动意愿程度亦不强，且居住流动次数较低、本地居住时长较长。可见，人们

居住流动的主观能动性并不强，如若能提高个体的关系流动性感知，势必能够有效

减少个体未来居住流动。因此，应在不同场合开展各种人际交流活动，增加个体选

择新伙伴的机会，帮助个体摆脱不想维持的人际关系，协助个体逐步建立当地的社

会支持网络以逐步融入流入地。此外，还应提升市民的整体素养，鼓励市民更为开

放地接纳不同群体。其次，削弱个体的近端社会认同 （如身份认同），突出强调个

体的远端社会认同 （如城市认同）。城市认同比身份认同更具包容性，城市认同将

迁移人口的社会认同提升至与流入地的居民相平等的层次，引导迁移人口以城市市

民身份而非迁移人口身份融入当地，从而更易实现社会心理融入。为此应该弘扬平

等、包容的城市精神，以城市发展的整体观看待迁移人口对本地城市发展的贡献，

接纳迁移人口帮助他们实现 “本地化”，从而逐渐在心理上融为新市民。最后，城

市应该在吸引迁移人口流入后，将本地居住时长作为城市公共福利分配的重要依据

（唐杰、张斐，２０１１），减少迁移人口的居住流动意愿，提高迁移人口的市民化。城

市也应根据不同居住时长的迁移人口的心理需求，开展相应的社会心理服务，引导

迁移人口渐进式融入流入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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